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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如何转移：
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

杨念群

　 　 摘　 要：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如何重建“正统观”这个重要问题，清帝首先强调清朝对广大疆域占有远迈

前代，以突出“正统观”因素中“大一统”的重要性，以“统一”中国的业绩消解和克服宋明“夷夏之辨”歧视

北方异族的思想倾向。 同时，清帝又通过改造理学“五伦”次序，把“君臣之义”列于“父子关系”之前，修正

了宋明“正统观”的道德人伦秩序，建立起了君权至上的独特思想体系。 清朝皇帝通过组织编纂《春秋》注
释读本，参与阐释其微言大义，并亲自评鉴《资治通鉴》所记史事之成败得失，完全掌控了儒家经典论著的

解释权，建立起了一套有别于士林思想的“帝王经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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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清朝统治到底有哪些特点迥异于前代，可以聚焦讨论的话题非常多，从独特的八旗制度到军机处

的设置，从皇帝与大臣私人联络的密折制度到萨满教的蛮性遗留，都是始终热度不减的焦点话题。 然

而令人奇怪的是，清朝皇帝建立“正统性”的特殊操作模式及其意义这样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人

关注。①

一个王朝要想获得统治的正当性，就必须构造出不同于前朝的“正统观”。 宋明以来，“正统观”
阐释大多垄断于汉人儒者之手，含有非常鲜明的排斥异族色彩。 明清鼎革，清帝以满人身份入主大

统，在汉人眼里实属异端，除筹划制度建设外，如何应对士林思想挑战遂成为清帝化解文化冲突的首

要难题。 事后而论，“正统观”的建立必须经由帝王动议，士林配合方能达致。
“正统观”的原始蕴意大致包含三项内容：一是任何王朝要想真正获得“居正”的地位，就必须尽

可能拥有广大疆域，这是从空间上立论；二是位居“正统”必须依循“五德终始”和“阴阳五行”的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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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史研究专家虽有个别学者从侧面涉及清朝建立“正统”的问题，如有学者从曾静案折射出的社会反应探讨清帝
对王权的维护（王汎森：《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见氏著：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
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１—３９２ 页），或者着重讨论雍正的夷夏观与中国观的结构，最近的
论文有韩东育：《清朝对“非汉世界”的“大中华”表达：从〈大义觉迷录〉到〈清帝逊位诏书〉》，《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但从正面讨论清帝“正统观”之构造者仍然寥寥无几，似乎仅有刘浦江《“倒错”的夷夏观？
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一篇文章，目
前我所见尚未正式出版的对清代“帝王经学”最为详细的研究当属萧敏如：《从“满汉”到“中西”：１６４４—１８６１ 清
代〈春秋〉学华夷观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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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把王朝纳入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这是从时间上立论；三是宋明以来形成的“正统观”多倾

向于“攘夷”排外，强化种族之别，这是从内外关系上立论。 此外，是否真正拥有“德性”亦是王权能否

维系正当性的关键因素。
让历代王者持续感到焦虑的是，一个政权的建立很难同时具备“正统观”这三大要素。 从字面上

看，“一统”本应是“正统观”之首义，其说源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大一统”之义自秦朝兼并六国的实践中就已得到了印证。 然而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却少有真正占据

广袤空间者，北宋欧阳修虽然坚持“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①仍视

“天下一统”为“正统观”首义，却已明显感觉力不从心。 南宋频繁遭受北方异族入侵，长期处于南北

对峙的分立状态，高调奢谈“大一统”更是不切实际。 故宋代儒者谈论“正统”多突出第三义即道德教

化的力量，希望在“攘夷”的背景下努力彰扬“德性”优势，对“正统”包含的空间广大之义多避而

不言。
清朝“正统观”异于前朝的第一个最重要特点是重新引入“一统”这个空间概念，集中论证疆域合

一而无内外之别是“大一统”的核心要义。 清帝首先关注的是“正”与“统”如何再度合二为一，这恰

恰是宋明帝王刻意回避的要害问题。 清代以前，只有元朝部分实现了“正统”的首义目标，占据了以

往朝代所没有的广大疆域。 尽管在汉人士大夫眼中，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一直存在争议，如明代

章潢就认为元代的“混一之势” “非古帝王之中华混一也，乃夷之混华为一也”。② 据此否定元朝的

“正统”地位。 但也有少数士人表达了不同看法，承认元朝具备了“合天下于一”的能力，的确当得起

“正统”之名。 如王祎就说过“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

一，而复正其统”。 与之相反，宋金均不具备“正统”条件，因为“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
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③ 可见虽同为明朝士人，王祎显然认可“大一统”首义本应是疆域扩

张归一，元朝虽由蒙古人统治，身份属于夷狄，却无碍于拥有“正统”名号。
清朝“正统观”的第二个特点是，清帝以非汉人的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曾一度纠结于明代遗民对

其统治资格的质疑。 因此清帝必须在诠释“正统观”的第三义上做出有说服力的自我辨正。 清帝一

方面奉行任何政治行动都必须依靠“道德”指引的理学命题，同时又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修正和改造，
以适应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的需要。 以往论者多习惯于从“文化”而非“种族”视角评价清朝弥平华夷

界线的各项举措，这是继承了陈寅恪先生对唐代政治文化的判断，大方向并无错谬，但清朝与唐代相

比毕竟差异很大，不可简单移用陈先生的看法。④ 与宋明两朝相比，清朝君臣之间互相对立博弈的思

想张力完全消失殆尽，以往论者并没有深入辨析此现象发生的缘由何在，本文试图对此议题有所

推进。
清朝“正统观”的第三个特点是，有论者发现，清帝开始逐步构建起了独特的“帝王经学”和历史

观，其思想体系与士人多有区别。 多数学者依然强调士大夫具有支配王权的强大道德力量，似乎帝王

即使劫夺了理学家独自拥有的“道统”继承权，也难以摆脱理学话语的控制。 清帝本人同样并不具备

独立诠释儒家经典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汉化”施予的对象而已。 然而揆诸史料，清帝并非是理学

思想的被动接受者，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思想改造步骤，一步步全面掌控了儒家经典阐释的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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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欧阳修：《正统论》上，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９９ 页。
章潢：《论宋元正统》，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 １６９ 页。
王祎：《正统论》，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 １４９ 页。
学界引述最多的观点不外乎陈寅恪有关唐代统治阶级需遵循“种族”与“文化”二问题的论述，“而此问题实李唐
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 页。 这一观点也深
刻影响了明清有关夷夏之辨研究的基本走向。



清帝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建立起了具有鲜明帝王特色的经学解释体系，并据此作为指导士林历史

观的统一指南。 我无法判断宋明帝王是否具有与清帝类似的独立“正统”解释体系，还是仅仅作为士

大夫思想的被动传输者。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清朝构建“正统观”基本思想来源的《春秋》和《资治通

鉴》等儒家经典，均曾被清代帝王予以深度诠释，康熙乾隆都组织编纂过《春秋》官学读本，乾隆帝还

完整披阅过《资治通鉴》及《续编》《三编》，亲自撰写了多达八百余条的眉批，这些读本和批注明确被

指定为撰史者必须遵从的书写圭臬。 因此，研究清朝“帝王经学”和历史观，似应采取与惯常认识士

林哲学不一样的路径和方法，至少需要洞悉两者之间的差异。 不宜仅仅把“正统观”理解成士大夫阶

层专享的思想形态，或者仅仅视为“政统—道统”各据一端相互博弈的产物。 在更多情况下，清朝“帝
王经学”虽然仍与士林思想时有互动，却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清朝区别于以往朝代的新现象，
至今未被透彻地加以认识。

一、“正统观”古义解释的回归与清朝的地缘政治学

（一）“大一统”观的重构：清朝官学的复古式阐释

如前所言及，“正统论”之古义理应包括空间、时间和内外观等几个要素，汉代儒生谈“正统”已开

始从“大一统”角度立论，最常见的论述源自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也。”王吉上汉宣帝《疏》更是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①此话直接点明“大一

统”就是要统领“六合”“九州”规模的地理空间，哪怕这些地理观念大多只是停留在儒生的想象层面。
然而，“大一统”这层蕴意在宋代却被严重忽略了，宋代理学家声称只要拥有“道统”和“德性”，即使

偏安亦可获正统之位。 甚至那些曾经占据广大疆域的王朝，若显现出“德性”之不足，照样会被指为

奉行“霸道”而被打入“闰统”之列。 考虑到当时南宋偏安江南的具体处境，这类看法更像是一种迫不

得已的权宜选择。
按照“正统观”的逻辑，同时拥有空间与德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却被宋儒缩窄为“道统”获得与

否既是“正统”必要也是充分的条件，至于占据空间大小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理学家改篡“正统”要
义，乃是由于宋代帝王并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疆域。 即使是北宋鼎盛时期，北方仍面

临辽金等少数族群的反复袭扰，遂在构造本朝“正统”时不免故意突出“道统”传承的作用，并逐渐扎

紧夷夏种族隔离的藩篱，以掩饰其偏安统治造成的窘境。 这就是为什么辽金虽然在领土规模上接近

宋朝，却难以列入“正统”的原因。 同样道理，元朝虽拥有“大一统”规模，却因其异族身份，照样难以

迈进儒家设置的“正统”殿堂。
清朝帝王以非汉人身份定鼎中国之后，其建立“正统”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冲破宋明儒家严

分夷夏之别的叙述陈规。 理学“正统观”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道”系“统”，把道德优越性突出到最

高位置，甚至不惜虚拟出一系“道统”，号称自北宋周敦颐开始才接续先秦思想遗脉；二是以“族”系
“统”，严分夷狄华夏之界线，非我族类难入我“统”。 同时把“种族”与“地域”的关系进行刻板化关

联，北方蛮荒之地与江南丰饶之区分别代表野蛮和文明族群居住的不同景观。 对关外北方风貌的想

象常常与劣等族群的生活特征紧密关联在一起。 满人入关前居住于东北地区本身就给自己打上了先

天的蛮荒印记。 获取“正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斩断关外“北方地域”必然生活着“野蛮族群”这
个被理学想象固化的思维链条。

清帝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让人们相信，尽可能占有广大疆域才是实现“大一统”的必备先决条件；
其二是把《春秋》中的“尊王攘夷”古义加以变通改造，使之符合满人政权统治的需要。 本节拟先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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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年标点本，第 １０ 册，第 ３０６３ 页。



一方面入手展开分析。
清帝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作为异族入主大统，其优势在于疆域恢弘远迈前代，这实为“大一统”原

初首要之义，凭此成就即可避免宋朝流于偏安的弊端。 其劣势在于满人以异族身份踏入汉地，难免会

遭受礼仪文化欠缺之讥。 所以清帝在“正统性”论述中必然刻意发挥“大一统”古义中“大统一”之内

涵，以彰显疆域宏阔的心理优势，然后再赋予一统之举以“道德”涵义，以期合并宋元明三朝“正统观”
的各自优长为一体。

为达此目标，清帝与士人相互配合，不遗余力地共同抒发对疆域广大的自豪感。 且看乾隆帝一番

得意的自我表白：“惟上天眷顾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列祖列宗德丰泽溥，威铄惠滂，
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置郡筑邑。 声教风驰，藩服星拱，禀朔内附，六合

一家，远至开辟之所未宾，梯航重译，历岁而始达者，慕义献琛图于王会，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①对

一统天下的沾沾自诩可谓膨胀到了极致。 文中“六合一家”的说法直追王吉所云“六合同风”之义，可
见其对“大一统”须优先占据广大空间的认知多来源于汉代思想。

清帝诠释“大一统”古义，显然有意与明代定都北京的历史认识相互衔接。 乾隆帝就曾说：“燕地

负山带海，形势雄伟，临中夏而控北荒，诚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龙兴虎视，其比

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迥若天渊。”永乐帝“即位以后决计迁都，定其规模而后从事，卓识独断诚非近虑者

所可及”。② 乾隆帝明确建康为偏安之地，贬低明太祖而推崇永乐帝，同时声称永乐“自就封北平，屡
经出塞，凡天险地利所在筹之已熟”，但永乐帝毕竟也没有解决宋朝以来南北族群冲突的老问题，此
实为隐喻清帝定都北京，完成了前朝帝王无法实现的一统伟业。

乾隆帝自称实现了旷古未有之“大一统”的言论，激发出清朝士人不少跟风之作，许多肉麻谀词

刻意褒扬放大清朝在疆域拓展方面的贡献，与清帝的自我期许若合符节。 如何绍基有如下说法：“大
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首先在于“幅员之广”“祖德宗功，直继五帝三王之盛”，其次

才是“政教之隆，地利物华之盛，官方民事之详”，其要诀在于“心法治统不异地异民”。③ 清帝与前代

政绩比赛，其殊异之点必会强调舆图面积之大小，再于“道统”“德性”的拥有和提升方面追慕前朝，这
既能充分昭显远迈前代的事功伟绩，又不至于堕入“霸道”“闰统”一途。

再看张廷玉的一段颂词：“是故功德大者地亦大，功德小则地亦小，乃自五帝三王以后，汉魏迄今

其历国已一十七姓，而大一统者亦复有几，即汉唐元明四代嵬然式廓，而唐以藩服僭处，中致歉损。”
汉唐元明受阻于边塞警事不断，都没有在与少数民族政权打交道时完全取得成功。 与前朝相比，“惟
我皇清辟土浩阔，西隃崦嵫，东近日出，虽复继世兼创始谟，再夺昆诏，三开叶榆，甫复东越，旋收番禺，
声暨南服，教讫海隅，遂扩疆宇至于彭湖”。④ 这一连串文字几乎把清代以前大大小小的王朝贬损无

余。 最可注意者，张廷玉说“功德”之多寡与得地之大小成正比关系，这恰是宋明儒者最为忌讳的地

方。 宋儒一直强调统治四方的秘诀是在德而不在险，“大一统”要义在人心不在地势。
下面高士奇这段话恰好讨论的是“大一统”到清代“始能兼容并包，博施广济，浩浩乎靡垠，恢恢

乎无外”，对以往朝代之偏安守成局面痛加针砭，说“三代以后混一区宇，然汉则匈奴数入定襄，唐则

吐蕃窃据陇右，宋失西夏，明亡河套，时无圣人功德未洽也”。 这正戳中宋明儒者因幅员未广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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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心理的要害，结论自然是“我圣清受天景命，继历代之正统而光大之”。① 袁枚则认为古圣人即使

“握金镜秉神机”，也未能做到统摄八方六合之地，“未有我武惟扬，穷天之界如今日者”，②阿谀吹捧

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些士人心里非常清楚，清朝立统的根基主要在于握有地理空间的优势，最终导致天命的转移，

清代史家赵翼别出心裁地勾画出了一条“地气迁徙”的路线，试图证明“王气”之兴衰轨迹大体可从

“地气”漂移的征兆中获知。 要想洞悉这条线索，须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讲起，那时候长安地气出现

了一个从蕴积成势到衰弱无闻的走势，一直到满洲崛起东北并吞天下，才实现了“王气”自西北转向

东北的大变局。
赵翼发现，陕西中部自古为帝王统治中枢，周、秦、西汉、符秦、姚秦、西魏、后周相继建都于此，隋

文帝迁都龙首山下，仍属秦地，从此混一天下，终成“大一统”之业。 至唐代定都长安，统治规模达于

鼎盛，然不幸盛极而衰，契丹建辽，地气开始自西趋东迁移，因契丹只据有幽蓟之地，王气尚未蕴积成

形，无力一统中原，地气随后流向东北，中间经洛阳、汴梁作为过渡，借用某些堪舆家的神秘说法，这是

一条绵延曲折的“过峡”之路。 经过一二百年，东北王气始累聚成势，方有金朝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

短暂辉煌，至元明两朝最终天下合一。 到大清“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

东北”。 在赵翼看来，“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③

赵翼的这段地缘政治学解释，其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宋明儒生所构造出的以“南—北”政权对峙

为主轴的“正统观”，而代之以清帝凭恃东北“王气”崛起走势重构清朝“大一统”正当性的新思路。
在这套新型地缘政治学叙述中，宋明儒生以持守“道统”为由，替偏安政权寻找“正统”根据的说法不

断遭到否定。 如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赋予蜀汉为“正统”的断论就颇受诟病，在一篇题为《蜀汉

非正统说》的文章中，俞樾指斥朱熹黜魏帝蜀不是出于公意，而是囿于一己之私。 俞樾质疑说，当时

中原之地尽归于魏国，怎么能说天下之统不在中原反在区区一州之地的蜀国，“若夫据一州之地，而
欲窃天下之统，君子不许也”。 蜀主刘备不但身份可疑，即使他果真是汉室后裔，汉朝桓灵两帝之后，
朝纲紊乱，政局衰败，早已失去天道支持，天命不常，岂能坚持汉室天下仍是一姓所得之私。 俞樾质问

道：“百世之王奈何徇一二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乎？ 天下重器，王者大统，天实主之，亦岂儒者所能敚

彼以与此乎？”④这对理学宗师朱熹来说无疑是个相当严厉的指控。 可见到乾隆朝以后，从帝王到普

通士人以疆域大小为标准确认王权是否具有“正统性”，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二）以“地”系“统”：山川祭祀与地志纂修中的“正统观”
在清代，占据广大空间才能得统之正这一“正统观”的原初要义逐步得到了重新揭示。 与之相对

应的是，如何根据山川地貌界定和标识四方统治疆界，同样受到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山岳祭祀作为

皇家必备礼仪每每按既定程序反复上演。 清朝定鼎北京以后，顺治帝已开始考虑祭祀五岳，以昭显

“正统”归属大清之意。 第一个祭祀目标是靠近北京的北岳恒山，然而，就在选择确认祭祀地点时，却
出现了争议。

明代祭祀恒山的庙宇坐落在河北保定附近的曲阳县境内，经清朝礼仪官员考证，宋代以前的公祭

地点本来选择在山西大同附近的浑源境内，浑源地处北京西北，恒山作为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之咽

喉要冲，其主峰天峰岭正对浑源县城南，占据屏障京师的位置。 北宋浑源因属契丹辖境，宋代祭祀恒

山的仪式才不得已改在曲阳举行，元明两朝均延续此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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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方位来看，曲阳在北京之南，浑源在北京之北，这两处地点虽相距不远，但就其与京师的关

系而言却有微妙差异。 如果仍把祭祀恒山的地点置于曲阳，等于象征性地承认了北宋迫于契丹压力

重新界定南北边界的合理性，无异于间接沿袭了宋朝以偏安为“正统”的认知路线。 反之，如选择浑

源为祭祀地点，就寓示着在地理位置上打破了宋辽对抗遗留下来的南北分立政治格局，最终实现了

“大一统”。
清朝臣子进言顺治帝也大体遵循了这一思路，他们奏称，浑源不在祭祀版图之内乃是因为宋朝并

未混一天下，只好因陋就简，别择它地。 这样的做法“似非一统盛治所宜”。 清帝则完全不应有此顾

虑，因为从地理位置观察，“浑源于四岳为正北，曲阳稍在其东，国家建都于燕，曲阳在神京之南，浑源

在神京之北，为国家藩屏……我朝统一华夏，版图益前代，不祀浑源而祀曲阳，似为未协”。 如清帝改

置祭祀地点，就能通过“辨方正位”达成“因时制宜，以厘讹谬至明也，以崇岳至正也，举千百年之旷典

成大一统之弘规”。①

以“地”系“统”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各地舆图风情和政教得失载于方志之上，这也是清朝在拥有

广袤疆域之后广泛实施的治理技术之一。 庆桂表述志书编纂与“大一统”之关系时曾云：“志乘之书

昭大一统之模，稽建置，详封域，备风俗，析源流，数典之资在是。”志书编纂的目的之一是彰扬清高宗

辟地阐功，殊方星拱的一统伟业。② 当然要紧紧抓住空间拓展恢弘辽阔这个关键指标大力宣传，于是

何秋涛才会说纂修《西域图说志》是“所以昭声教之遐而示范围之大也”。 阐述重点仍突出“范围之

大”，清朝与前代特异之处表现在扩及藩服地理，以昭示“无外”之意。 其言曰：“纂辑是编，言藩服之

地理，必推本于大一统之盛，敬发明其梗概于以见圣代幅员之广，帡幪无外，实迈越万古云。”③李绂

《广西通志序》则说：“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统。 征文献备王会之盛而尊朝廷也。”④雍正朝总督范承勋

在《云南通志序》中发挥了同样的意思：“抚今追昔，未有如我国家之声灵遐畅，远迈千古者也。 当此

之时，使滇《志》犹然阙略，其何以扬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统之弘规也哉！”⑤

下面这段话则不忘对比宋朝疆域狭小的窘态与清代盛世的恢弘气象，隐晦批评杜佑、马端临受限

于夷夏之辨的陈旧思维，记载西南之地不够详尽，说“然唐宋时西南叛服不常，若浮若沉，负版不载，
以是杜马亦所从略。 盖《春秋》谨严于内外之辨者，此物此志也”。 与之相反，只有清朝“诞膺天命，统
一华夷，幅员之广，古今莫及”。 这几句颇带韵味节奏的文字大谈疆土宏阔，才能达致万国来朝的盛

世，修纂志书之目的就是为了展示这前无古人的胜绩，正所谓“蟠木流沙，无雷向日，靡不来庭而来

王，则合诸志之全而大一统焉，盖于斯为极盛者也”。⑥

清帝以开疆拓地之广作为摄位“正统”之必要条件，确实比宋明凭借“道统”阐说，构筑华夷壁垒，
以掩饰疆域狭小之困境的言辞更具震撼力。 南宋流于偏安局面以后，宋代士人似乎也感到配不上

“大一统”的称号，于是才有如下自嘲的诗句：“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

臣。”⑦其反讽语气里流露出的自卑感已经深入宋人骨髓，难以排遣。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清帝敢

于与宋明正统谱系彻底决裂，肆意依赖开疆拓土的功绩重新厘定“大一统”内涵，而全然罔顾宋明理

学打造出来的道德箴言。
清帝清醒地意识到，单独依靠疆域征服和军事控制，并不能在心理上完全折服具有极端道德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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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汉人士大夫阶层，反而会强化满洲统治者好勇斗狠的蛮夷形象，难免招惹上凌霸无行和不尊王化

的恶名。 元宋政权交替即是前车之鉴，元朝并未因表面实现了“大一统”就获得汉人士大夫阶层的尊

敬，后世儒者反而有意检讨宋朝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宋邦弗遵声教”而自食其果，似乎并不艳羡元朝

扩展领土的能力。① 雍正帝特别注意汲取元朝教训，有意淡化清朝武力征服的色彩，曾引《尚书》“皇
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古训，说明“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②

清帝之所以顾虑过度夸耀武功会带来负面影响，不排除其思维仍受限于宋代忌谈以“地”系“统”
的惯例，因为宋人根本不具备以“大一统”为切入点谈论“正统”的资本，经常故意正话反说地讥刺那

些天下混一的朝代不一定真能获得“正统”资格，下面这段话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宋人刘友益在“正
统”书法凡例中辩称“混一止可谓大统，不可谓正统。 正不在大，如以大统为正，则蜀汉偏安宁得为正

统乎？”③刘友益的言外之意是，除了疆域宏大这一独特条件之外，是否拥有足够的德性仍是获取“正
统”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 清帝自然深知这个道理，在阐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时常常不遗余力地为其

罩上道德的光环，臣子对皇上的心思往往心领神会，如纪昀在列举前朝平定疆域的战绩时不忘加上一

句，这些辉煌事业均不属“扬天声于万里”的“有征无战”之举。④
所谓“有征无战”的意思就是以德服人，不纯靠蛮霸之力肆行征讨，夸耀武功。 按照袁枚的说法：

“取流沙为附庸之国，惟圣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无战，践龙庭之草露，偃春风

出玉门之关，花开内地。”⑤凡属“大一统”的征伐行动，都会在事前事后被赋予合理合法的道德定义，
至少在不劳民费财这一点上要反复加以声明。 清朝士人曾经这样表述准噶尔之战的意义：“皇上字

小之仁，伐暴之义，平戎之勇，决几之智，至是昭然大白，而兴师十余万，拓地数千里，不劳民不加赋，不
淹时日，不疲士卒。”⑥简直就像一场十全十美道德之战，貌似不带任何血腥色彩。 这是把征伐新疆赋

予“德性”的突出例子。 清廷在云南藩属之区的治理也被视为声教传播的典范，鄂尔泰“改设流官，渐
同腹地”的实验，均被看成是“国家声教遐敷”的步骤，结果是“滇南万里如在几席，革藩镇之制，大一

统之模旷古独隆焉”。⑦ 鄂尔泰的一席话与宋明儒生“在德不在险”的理学宗旨相距并不遥远。
清朝皇家举行科举考试时，也会不时涉及“正统性”与军事攻防之关系这类话题。 如有一则殿试

题问道：“控驭天下者必先审形势之所在，今天下大一统矣，西北东南率多险要，防卫之方，抚绥之术

当以何处为先，其详言之。”一位考生的回答是“无象之形”比“有象之形”更为重要，“有象之形势固

在金汤，而无象之形势不恃疆域，则取一方之形势而计之，不若取天下之形势而谋之，取一日之形势而

策之，不若取百年之形势而图之也”。 在这位考生的眼里，“有象之形”是山川险峻地理形势，只能是

一时图取的对象，“无象之形”则关涉世道人心与王朝的百年安危。 故结论必然是：“天象之形势所当

预为之谋也，揽天下之大势必先得天下之人心，人心者，安危之所由兆，而天命之所攸归也。 故古圣王

在德不在险，而山川虽固，不若声教覃敷也，兵革虽威，不若仁义遍洽也。 诚以爱民之心为国治之本，
则四海一家，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建万年不拔之业，又何形势之不可恃哉！”⑧这番回答不得不说已

相当接近宋人有关“正统”的语义了。
由此可知，清帝建构“大一统”思想框架，一方面用复古考证的方式揭橥其疆域广大之古义，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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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治消弭南北夷夏界线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又标榜对宋明理学道统的继承性，把“大一统”的军事

征伐行动赋予柔性的道德涵义，从而为清朝的王权统治奠定较为均衡的政教意识形态基础。

二、从“攘夷”到“尊王”：清帝如何解读宋明理学要义

（一）“圣人不必出于一地”：满人何以有资格承接“天命”
“圣人不必出于一地”是雍正朝头号思想犯曾静因谋反罪被关进大牢后，说出的一句颂圣的马屁

话。 曾静承认圣人称号不应全由关内之人独享，圣人也有几率诞生于关外。 这分明颂扬的不是汉人

君主，而是曾被他鄙视为“蛮夷”的满人皇帝。 曾静有一段话发挥此中深意：“夫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

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歧而二之。”说的

是圣人既可能诞生于中原地带，也有机会出现在偏远地区，那些刻意标榜出的所谓“中心”与“偏远”
的地理划分标准，与圣人诞生和分布的概率完全无关，大多是虚构出来的自我想象。 曾静继续论证

说，原来被看做中心的“中国”，产生圣人的能力一旦势衰气竭，“天命”随时可能转移，圣人的诞生不

一定在中土汉人之地自行封闭地循环周转，很有可能发生在“偏远”荒蛮之地。 因为唐虞三代时的圣

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春秋》虽然主张分辨华夷身份，但“在礼仪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 曾静

还讥讽邹衍发明的“九州说”是汉唐悖谬之论，因为“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 正如尧舜之

治，不过九州，而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① 好像只有他们认定的九州范围内才可产生圣人，
而没有想到“九州”的边界是可以重新划定的，满人虽源自东北，却成功入主大统，正是昭示其足以承

接“天命”。
有意思的是，这套振振有辞的表白完全不是曾静入狱前的真实想法，在他隐居湖南所写的著作

《知新录》中，还满纸洋溢着对满人当政的不屑之辞，受江南名儒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曾静视清帝为蛮

夷，认定其完全没有资格在汉人居住之地领受天命，位居大统之位。 可就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曾
静的思想却发生了一次惊人逆转，他从一个持守“夷夏之辨”的反满论信徒，迅速转变成了清朝政权

的坚定支持者。
那么除了雍正帝“出奇料理”所发挥的强大震慑力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曾静这次的思想

转变呢？ 过去不少学者对《大义觉迷录》中审讯曾静的文字详加辨析，多有创获，然似仍有意犹未尽

之处。
实际上，“圣人”诞生只能限于“中国”之地的看法在宋代就已极为流行，构筑夷夏之间的壁垒是

宋人获取文化道德资本的主要手段，其中以郑思肖的观点最为极端，如他把非汉人族群径直比作禽

兽：“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 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
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为人，实大怪也。”中国历史上那些异族政权如拓跋珪建立的北

魏都被郑思肖骂为“夷国”，即使他们模仿中原汉人践行礼乐文化，也是属于“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

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 少数族群只能待在边蛮之地从事夷狄应该干的事

情，这就是古今素分华夷之别的道理。 华夷之辨关涉正统，其关键在于：一是必须严格辨析种族类别，
二是必须按照地域分布对种族加以间隔区分，不得混淆界线。 在这两个标准的约束下，汉人相对于

“夷狄”才有机会获得“正统”，中国才能诞生圣人，“夷狄”的存在犹如华夏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圣人

的光辉形象，因为“唯圣人始可以言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 或者换句话说，“圣人、正统、中国本一

也”。 如果分开讨论那一定是迫不得已，那些夷狄“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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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① 这就把诸夏之外的夷狄彻底排除出了诞生圣人的名录之外。
曾静当年就是受此类思想激发，一时冲动写下了谋反逆书。 从审讯笔录上看，曾静仍然沿袭了郑

思肖以“地”区隔华夷的看法，如说“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 基

本被宋明理学的惯性思维定式所牵引。 可是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他却未予深究，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

土君王并不守德行义，是否仍有资格继续位列“正统”，边野地区的异族即使慕仁向善，是否也始终没

有获得“正统”的机会。
雍正帝正是从这个论证盲点切入，最终突破了曾静的心理防线，他一语点中要害说，如果中土君

王不守德性，那么“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

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
其苦无有底止矣”。 此处论证逻辑不得不说并无疏漏之处，的确使曾静难以反驳，他开始慢慢觉悟到

自己是“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
至于说到满人的“夷狄”身份问题，雍正则通过给舜与文王都贴上夷狄的标签，为自己获取“正

统”制造说辞。 雍正指出，孟子早已说过，舜与文王都不属于纯粹的华夏人种，两人身份不过只是东

夷西夷之别而已。 雍正还不惜借孔子之口，为夷狄有缘成为君主的观点张目。 他解释孔子“夷狄之

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
在地之内外哉！”关注焦点还是集中在圣人诞生不限于内地。 这与雍正反复声明“岂以地之中外分人

禽之别乎”的看法可以相互叠合印证。②

从孔子所说原意来看，雍正的解读不能算是精准无误，容易让人引起联想的是，为什么雍正很少

引用孟子的话做佐证，此处其实大有玄机。 杨向奎先生发现，孔子和孟子在“尊王攘夷”的观点上颇

有分歧，在评论春秋史事时两人的看法完全相左。③ 孔子仍尊周王，孟子则拥诸侯为“新王”。 孟子说

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又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者”。④ “幽谷”寓意着夷狄居住的荒蛮之地，“乔木”就如沐浴过汉人文化雨露的植被，蛮夷从边缘之

地迁往文明之区，正如出幽谷而见阳光，怎么可能还会返归阴暗角落呢？ 其背后指涉的意思是，文化

传播只能是单向性的，即从华夏一方播迁流入夷狄之区，不可能反向而行，故只能用夏变夷，不可能用

夷变夏。
孟子推崇“新王”乃是鉴于周末战乱诸侯并起无法统一的历史现状，才不得已说诸侯可当“新

王”，这恰恰符合南宋帝王和士人的保守偏安心态。 南宋统治远离中原地带，辽金西夏政权环伺周

边，其境遇恰似周末某个诸侯国，无法以“一统”天下的王者自居，只有凭借孟子诸侯当“新王”的理论

做支撑，还可略作心理安慰，这与南宋士人贬魏帝蜀的心态极其相似。
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君主即使以“新王”自我暗喻，其统治中心因位居江南，极易让人联想起春秋

时的吴国，而吴国当年恰恰属于夷狄。 即便如此，南宋士人仍能自信地认为，北宋本来就拥有中原核

心区域，并长期浸淫于儒教传统，南宋君主流落江南，原属北方的儒学一脉仍然不绝若线，且有发扬光

大之势。 辽金虽然占据北方大片国土，毕竟属于未开化的异类，与之相比，生活在那里的汉人民众由

于长期受到儒教熏陶，一旦宋兵反攻，必将重新回归，因为“中原皆礼乐衣冠之俗，所尚者圣贤之事，
所习者礼义之教”。 南宋倪朴《拟上高宗书》就表达过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觉得如果北方夷狄

政权强行要求汉人改变礼俗陈规，必定违背其本心，势将引起反抗，流落在北方的汉人“夫以礼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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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之俗而沦没于边荒朔漠之中，其大者必不愿为之，其小者亦不愿为之，民今以吾其所愿易其所不愿，
彼不叛而归我者，吾不信也”。① 揣摩这话的语气尚未越出夷狄不可教化的老一套思路，近似于在做

返归中土的意淫大梦。 这是南宋汉人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表现，也是针对北方蛮夷之国的最大

心理本钱。
与孟子的观点不同，孔子认为夷夏的身份可以互换，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退为夷狄。

《论语·子罕》篇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很明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这句话可以辨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君子居陋所，可以对居民教而化之，不必担心被鄙陋之地同

化，夷狄经教化之后可以转换身份，成为诸夏之民；另一层意思是华夏之人若不守道德则可能退化为

夷狄，诸夏与夷狄的身份完全可以相互转化，不是无法通融的刻板实体。
孔子夷夏可以相为进退的观念在《公羊传》里得到了发挥，《公羊传》中理想的“大一统”状态是

“王者无外”，“中国”的内涵和范围不断伸缩变化，在名义上仍然统一于周王。 《公羊传》把历史和未

来设计成“三世”，分别以“所传闻世”对应“据乱世”，“所闻世”对应“升平世”，“所见世”对应“太平

世”。 在“据乱世”时期，以周王为中国核心，诸夏居外；到“升平世”，诸夏为内，夷狄居外，双方虽仍属

敌对族群，但已开始互有往来；只有“太平世”，才到了“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的阶段。 夷狄有资格

受到周王赏予爵位的荣耀，诸夏与夷狄的界线进一步模糊直至趋于合一，这时候实现“大一统”的时

机就成熟了。
按理来说，《公羊传》产生于战国乱世，此时诸侯纷争不休，华夷严格对峙，似乎根本看不到“一统

无外”的影子。 春秋末年，吴楚秦这几个原先被当作蛮夷的国家开始有“进于爵”的资格，战国时期渐

渐融入了华夏的核心圈子，到秦朝最终实现了“大一统”之局。 可见“王者无外”并非只是一个经书纸

面上虚构出来的神话或想象图景。 《公羊传》所抒发的诸夏与夷狄相处的一些基本原则，往往为各朝

的君主反复陈说和遵循。
孔子语录和《公羊传》中构筑的夷夏交往规则为雍正皇帝提供了论证满人获取正统之位的思想

资源。 雍正刻意强调孔子允许夷夏身份互换，声称夷狄可进阶为华夏的观点，正是遵循了孔子的古

义，与宋明儒者选择孟子当“新王”的思想有着根本差异。 雍正又根据《公羊传》中“华夏可退为夷

狄”之义，批评明代君主丧失仁德，自甘堕落，为清朝所取代是罪有应得，满人因深得上天眷顾，民心

拥戴，从而具备了夷狄“进于爵”的资格。 如此叙述不但从回归经典的意义上颠覆了宋明理学严分夷

夏界线的种族文化决定论，而且又借恢复孔子和“公羊学”古义为名，在与曾静的思想交锋中抢占了

一个道德制高点。 后来曾静也不得不承认“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 今日二五之精

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②

这明显是在指摘位居中土的明代君主元气已散，崛起于东北的满人则尽享精华之气。 又说“东
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始信得”。 “东海”暗指满洲东

北龙兴之地，“西海”则隐喻明代江山社稷。 曾静断言，当今世界恰恰是东海之人具备了尧舜先王之

德，西海处于衰落之中，颓势尽显。 “东海之圣人，其心理果与尧舜同也，若中国人物，则久已沦落不

堪问”。③
经过与雍正帝的反复切磋辨正，曾静从回归《春秋》本义出发，渐渐领悟夷夏之别不以种族划分，

圣人出身不以地界为限的道理。 他表示《论语》所云“攘”者只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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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① 这完全是《公羊传》的看法，同时说

“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思不服”。
承认“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② 衷心忏悔之意溢于言表。

曾静在与雍正的对话博弈中，其思想始终处于慢慢蜕变的过程。 此间有坚持有动摇有疑惑有反

驳，最终豁然开悟，学会了变通屈从，他不但学会了巧妙迎合雍正的观点，而且颇善于引申发挥其旨

意。 比如“圣人不必出于一地”这条看法，被曾静概括成了一种类似“文明多地起源论”的见解。 曾静

以为，满洲崛起于东北不仅是异地出圣人的典范，而且满人发明了另一种文明形态，其意义在于“盖
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

外，无不倾心爱戴。 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 最为关键的是，满人入关打破了中原单一向

外传播文明的历史，因为“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 其规模更大更远，
所以为亘古莫及”。③ 满人当权的最大意义是在中原古典文明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文明生长点，
这是雍正旨意中所未曾深论的地方，由曾静予以特别引申和发挥。 事到如今，至尊皇上和大逆囚犯一

唱一和，双方观点诡异地日趋同调。
更为重要的是，雍正帝在与曾静反复进行的诛心较量中，终于锁定了“正统”继承的最优对象。

我们过去总是特别关注乾隆帝对杨维桢表示元朝“正统”应接续宋朝而非辽金的支持态度，断言清帝

继承“正统”的目光一定落在了宋朝，因为清帝想承接汉人政权的传承谱系，借此洗刷自己的异族身

份。④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雍正留下的文字，就会发现，其中对清朝“正统”来源最为有力的申辩，
其目的并非接续宋朝正统，而是要恢复元朝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声誉。 雍正多次表示，必须纠正明

朝士人对元朝的污名化指控，对元朝的“大一统”功绩大为赞赏。 雍正认为，元朝除了拥有“混一区

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等超越前代的地理优势之外，“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
这是因为后人“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复”。⑤ 于是雍正决心打破宋明理学对元朝

的污名化解释，为其历史功绩正名。
熟悉清初历史的人都知道，顺治年间满人入关，为自己寻找到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为明讨贼”，多

尔衮致史可法书即云：“以《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这套讨伐“闯
贼”，为明代皇室报仇雪恨的逻辑受制于明朝“正统”叙述的羁绊，给人的印象是清帝似乎仍在维护明

朝统治的延长线上发声，并没有建立起清朝具有独立“正统性”的解释框架，正因如此，史可法才对多

尔衮“为明讨贼”的说法回应的相当从容，他建议“今贼未伏天诛，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

共戴天之仇，亦贵国除恶未尽之虑。 伏祈合师进讨，问罪秦中”。⑥ 史可法的意思很明确，满人在大明

君臣的眼里不过是北方蛮夷之国，为明室出兵剿贼理所应当，哪里有什么资格僭越明朝大谈“正统”。
雍正清醒地意识到，满人政权作为异族入主大统，如果仅仅论证清朝延续汉人政权的合理性，尚不足

以跻身其中，更不能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而元朝在拥有广大疆域的规模上与清朝有相似之处，但在汉

人“正统”叙述中，元朝统治者的蒙古异族身份一直为汉人所忌惮，到底是否能列入历朝“正统”谱系

一直存有争议，只有洗刷掉元朝蒙古人的夷狄身份，才能为清朝真正获得“正统”地位奠定舆论基础。
在与曾静的辩论中，雍正帝对曾静贬低元朝的言论集中加以申斥，称明太祖修《元史》，对元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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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赏有加，对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元史》均标列甚众，“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
亦史不胜书”。 你一介书生胆敢如此讥讽元朝，就是对明太祖的不敬。 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早已摆

脱了“夷狄”身份，“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

作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①这就证明原来被称为北狄的蒙古至今已向化慕

诚，蜕变为诸夏文明圈的一分子，这个融入过程从元朝就已开始，到清朝则臻于圆满。
雍正指斥明朝始终存在南北界分的戒心，不能从“大一统”的角度处理好蒙人与汉人的关系，“先

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只有清帝“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

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② 雍正为元朝正名，把清朝的“正统

性”与蒙古统治历史衔接起来，有利于讲述出一套满蒙前后入主中原建立“正统”的新故事，这条线索

既可以承接唐宋明等一脉“正统”，又可使满蒙这些本属“蛮夷”的异族在其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

亦能特别突出元清两朝统治地域恢弘广阔的“大一统”优势。
（二）“移孝作忠”：清帝对“五伦”关系的颠倒式叙述

前人解读《大义觉迷录》多已注意到雍正如何激烈指斥曾静“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华之与夷

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的论调。 但多数学人尚未意识到，雍正阐释“君臣之义”，并没有一

味拘泥宋明理学家法，而是对理学的核心命题“五伦”精心进行了改造，甚至不惜颠倒“五伦”次序，重
加表述。

“五伦”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里，孟子首先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际关系。 后世儒家基本没有越出孟子的说法。 在介绍

雍正帝的“五伦”观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宋代理学家是如何讲述“五伦”关系的。 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定制的《御定小学集注》中，朱熹对“五伦”的排序完全复制了孟子的说法，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③ 在《立教》之后的《明伦》一节中按以上次序排列“五伦”分别加以

讲解。
朱熹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各类论著中多次谈及“五伦”，如在《周易本义》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

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

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④在一篇上呈皇帝的《奏札》中，朱熹仍然把

“父子”关系摆在“君臣”关系的前面，他说：“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
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⑤

程颐在解读《周易》时曾提及“五伦”，排序方法与朱熹近似，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

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

后礼义有所错。”⑥由上述引文可知，宋代理学家在排列“五伦”之序时，一般都会把“父子关系”摆在

“君臣关系”的前面。
程朱述说的“五伦”思想经过百年演绎传承，不仅在帝王心中，而且在一般士人百姓眼里业已成

为常识，其次序不容轻易质疑和更改。 可是在雍正帝对曾静案的出奇料理中，“五伦”关系的排序却

遭到了根本性的动摇。
要明了雍正与曾静反复论辩交锋的复杂性，我们必须首先从曾静被捕前的原初思想状态入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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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曾静以煽动叛逆的罪名入狱，最初只是感觉自己身犯谋反重罪，必遭极刑处死，对自己在思想意

识方面犯有何罪却认识模糊。 雍正帝于是顶着诸臣要求尽速处决曾静的舆论压力，花费大量精力对

之进行思想改造。 然而出乎意料，这番精心布置的洗脑计划一开始就遭到曾静的抵触，并没有达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 以下对话就是个明显例子，在一次审讯中，针对曾静著作《知新录》里“若是夷狄，他
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这段话，雍正质问道：“你
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

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
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

这是指责曾静作为中国之人，理当遵循“五伦”规训，可是如果仔细比对曾静与雍正这两段话里

的“五伦”排列次序，我们就会发现，曾静所说的“五伦”仍以“父子”一伦为首，“君臣”之义为次，这是

严格按照宋代理学家法做出的陈述。 而雍正所言“五伦”却被悄悄颠倒了次序，“君臣”一伦从第二位

挪到了第一位，列于“父子”关系之上。 雍正的意思是，曾静你口口声声要遵守“五伦”，既然我们满人

当了皇帝，你就应该把清帝当做父母一样无条件地加以爱戴，尊崇君主就相当于孝敬父母，你却不守

君臣之义，违背程朱先贤的教导。
曾静显然没有从中领会到雍正颠倒“五伦”顺序的用意，双方的思想分歧在一次笔谈对话中暴露

了出来。 有一次雍正把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交给曾静阅看，这份折子表彰的是山西士绅百姓自备车

马运送军需物资，却不肯领取“脚价”工钱的事迹。 雍正披阅奏折后大受感动，急切想与曾静分享心

得。 他委托审讯官质问曾静，与山西百姓如此高尚的觉悟相比，为什么湖南民风恶劣浇薄，士绅言行

猖狂悖逆。 雍正不断暗示曾静，湖南地处偏远，少沾君王雨露，更应该加强对“君臣之义”的教化训

诫，希望曾静对此看法积极有所呼应。 事后推测，雍正大概预想，身为湖南人的曾静读此奏折后应该

同样深受触动，一定会顿感惭愧和无地自容，并痛心疾首地开始深究自己谋反的思想动因。 结果曾静

的反应让雍正大失所望，他的思路并未亦步亦趋地钻入雍正设计好的轨道，也并未因山西士绅的忠君

表现感到自责。
让雍正帝最感不满的是，曾静居然主张君臣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付出—回报”的互利关系，曾静

信奉“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义利观，尽管他仍声称“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

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 可是在雍正看来，
曾静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的表达不但了无新意，仍是理学的旧说法，而且有忽视皇权至

上的嫌疑。
让雍正更为恼火的是，曾静虽身陷囹圄，话锋里却潜藏着犀利的违逆之音。 他坚持说，君主扮演

的角色虽等同于父母，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却应首先对臣属以礼相待，臣民才会报以衷心拥戴之情。 湖

南民风浇漓固然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

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
往往有之”。 这语气分明是说民众的桀骜不驯乃是由君主官员执政不当所致，与民风浇薄无关。

曾静继续抱怨说“若果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疴瘝一体，
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 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
这番话简直像为民请命的斗士在呐喊，或如热血喷涌的士人在搏命谏言，苦口婆心地劝诫帝王应尊重

民意，不可恣意妄为，哪里看得出是位戴罪狱中的死囚发出的自责声音。 曾静又回溯历史，断定真能

做到视民如赤子的帝王实在少的可怜，不仅汉唐宋明的极盛时期如文景、贞观、熙宁之治不曾出现过

这样的帝王，即使是三代隆兴之时也似罕见，算来算去也就周文王一人能负此盛名。 这分明是在暗示

雍正帝，其治国业绩不仅难追三代圣王，恐怕也难望汉唐盛世之项背，这与雍正指望曾静洗心革面彻

底臣服的目标显然相距甚远。 曾静如此倔强不屈的陈述无异于给雍正出了一道难题，就如两人弈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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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先输掉一局，不得不重新蓄力，伺机反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发表了如下一番训诫之辞，力求

挽回颓势。
雍正首先抓住曾静供词中“抚我者后，虐我者仇”这个说法展开绵密分析，回击曾静的观点。 他

举证说，山西民俗醇良，湖南民风浇悍，并不是因为清帝厚此而薄彼，康雍两朝一向对天下一视同仁，
皆施予赤子待遇。 两地民风之所以出现巨大反差，完全是因为曾静这样的文人自以为满腹经纶，却偏

偏不懂君臣关系不仅等同于父子，而且应该高于父子这个道理。 雍正借审问曾静的机会，虚拟出了一

种君臣交往不需任何互利原则支撑的绝对主奴关系。 其基本要义是，皇上对臣子好，臣子应该尽心尽

力服侍；皇上对臣子不好，臣子也须极力忍耐，不可表达不满情绪，做出任何反抗举动。
雍正从基本的亲情关系出发，深入阐发这套谬理，他指出自古以来亲情之间互相隐恶才是孝道的

表现，更何况是君臣关系。 他说“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

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 况于君臣之间乎！”言外之意是父母犯法，子女尚且为其掩

饰，君主言行有不当之处，臣子就更应曲意维护。 雍正接着貌似推心置腹地质问曾静，你既然知道君

臣之间情同父子的道理，如果今天有人诬陷你的父亲是盗贼，捏造你的母亲有淫荡行为，你难道不挺

身而出为之抗辩吗？ 怎么能够忍心用极尽丑恶的语言唾骂父母，还著书立说把父母的丑事到处散播，
这等行为简直就是与禽兽无异也。

雍正如此动情地与曾静争辩如何践行人伦孝道的一个背景是，曾静投递的逆书里充斥着雍正肆

行作恶的道听途说，雍正曾对此严加斥责：“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污蔑，敢行悖

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只有把皇帝当父母一样对待，必要的时候还要为之抗辩护短，才是做臣子的

本分，恪守为臣之道就这样被曲解到了不问是非的荒唐地步。 下面这段训诫更是直白昭昭：“且‘抚
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
即不抚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

心，唯奸民乃得以借其口。”
细品其意，皇帝对百姓有生杀予夺之威，百姓却无反抗争辩之权，至于说到皇帝要抚民不要虐民，

否则会遭到谴责这种道理只不过是在字面上说说而已，也许偶尔对皇帝有些心理警示作用，却没有行

动上的约束力量。 皇帝无论是否抚民全在一念之间，百姓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得质疑对抗。 雍正帝的

这番表白彻底逆转了宋明士阶层与皇帝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君臣之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的双向约束机制至此彻底失灵。 这套颠覆性辩白对本来属于底层士人的曾静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

击。 雍正自诩为民众之父，把君臣关系拟构成父子人情伦理的言说本无甚新见，这是宋明理学的题中

应有之义，然而雍正同时进一步强化君臣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使之合理化，这就违背了自称拥有

“道统”权威的理学士绅担负教化王者之责的儒学传统。
由于时隔太久，我们很难猜测曾静到底出于什么心理接受了雍正帝颠倒“五伦”次序的谬言。 当

时的情形是，在接到这份谕旨训诫后，曾静表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完全放弃了不久前还坚

持的君臣关系应遵从“付出—回报”双向互利原则的观点。 他不但拼命论证“五伦”中君臣一伦高于

父母之情，而且反复表示即使君父不仁，臣下子女亦应缄默忍受，不得妄议，因为“君”与“臣”的位置

是不能平等摆放在一起的。 君上之位是为尽“天职”所设，拥有世间草民无法想象的神圣性，皇上代

表公意，故而“为臣为民者，身之所杀，唯君所命”，如果产生了怼叛之心，那就是与“公意”对立的“私
怨”，必须加以清除。

“臣之忠君”是天命所赋自然之责，不能依托于君对臣施之于礼而臣才得以回报忠诚的因果互利

关系。 尽管圣人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的话，好像要把君臣位置“两边平放”，其实双方

“不相期待”，根本不是平等对应的关系。 忠君是“天命”赐予臣子的自然担当，是一种“天性”的流

露，不是人间伦理意义上的报答君恩。 故“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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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忠君”变成了人伦关系中一个无条

件的选择项，这是对宋明儒家道德伦理的一次背叛和逆转。
曾静不但高调宣扬雍正帝的“无条件忠君论”，而且在诠释臣子所应担负之责时比雍正提出的要

求还要苛刻。 与他最初入狱的言论相比，这种自我鞭挞犹如一次思想自残。 他主动概括发挥君臣关

系为“五伦”之首的旨意说：“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 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
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这些谄媚的语言完全曲解了

理学对父子君臣关系的解释。 理学家认为，父子之伦是做人的基础，是人生的起点，君臣关系经此人

情之蕴育才能生长出来，两者是一种递接关系。 曾静则认为皇帝位置来自天的授予，本来就超越于人

世间的所有关系之上，也必然超越于一般意义的父子关系之上，不应该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认识，这
样解读雍正旨意无疑把皇权“承天受命”的程度推向了极致，让人很难想象出自曾静这样的逆天重犯

之口。
为了表示彻底领悟皇上谕旨之意，曾静又举周文王为例，对君臣关系的单向制约性予以进一步说

明。 周文王即使身遭纣王酷政的迫害，也不改小心服事之节，这才是圣人之至德。 至于说到“抚我则

后，虐我则仇”这句话的涵义，那是武王誓师伐纣时喊出的鼓动士气的口号，表示奉行天意除暴安良，
可我等普通人哪有周武王这般应天承命的资格，此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普通百姓只是知道有这回

事也就罢了，不可真以为自己也能像圣人那样与皇上讨价还价，“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

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 既然像文王这样的圣人仍恪守君臣上下之序，那么今人还有什么理

由不无条件地叩拜当今皇上，诚心感念其恩德呢？ 于是作为“小民”的曾静进一步自省到：“既食毛而

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①表示深刻体悟到了“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
的道理。 曾静的一番自白完全呼应了雍正对君臣关系所做的新解释，雍正曾相当强悍地表示：“故以

在下言之，则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而以在上言之，则曰：忠我则臣，背我则敌。”②

雍正帝对灾异起因一厢情愿的推诿态度也是历代帝王中颇为少见的，古代帝王每逢遭灾均视为

上天对自己执政不利的惩罚，多会采取避席于偏殿，或简衣素食，屡下罪己诏等自我问责的举措。 雍

正帝好大喜功，臣子经常报告某地某时出现祥瑞，以讨其欢心，他曾经不无得意地给曾静阅看地方官

奏报祥瑞的奏折，难以掩饰盛世之下吉兆频现带来的欣喜之情。 雍正有喜闻祥瑞讳谈灾异的毛病，即
使偶闻底层发生灾情，也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推诿卸责，好像与自己的治理失误无关，各地官员遂养成

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有一次雍正居然把湖南受灾原因归罪于地方民风浇漓、士绅心怀不轨。 他说

山西绅士庶民踊跃为公奉献的事迹被披露之后，当地马上降临祥瑞之象，证明上天确实表现出眷顾山

西民众尊王亲上之心。
与山西相比，湖南屡遭水灾，恰恰是因为曾静、张熙这样的无耻之人不记盛世皇帝的恩德，致使乖

戾之气上干天和，惹得苍天震怒，降灾示警。 在历数湖南士绅的劣迹之后，雍正跟着又轻描淡写地加

上一句话，反省自己作为皇上德性未足，不能化导湖南百姓趋善避恶，亦难辞其咎。 此话语气给人感

觉并非真心担责，而是借此激发曾静的感恩戴德之心，诱导其在做出回应时更加变本加厉地输诚自

贱，加倍颂扬皇上得天恩宠，对逆贼犯下的滔天大罪反而宽宥有加。
果然曾静对皇上的旨意心领神会，他把灾异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若君心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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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纂春秋直解》卷一一，清乾隆内府刊本。



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这更像是传统帝王所遭遇的天谴，却完全不可能发生在雍正帝这

样宵旰勤政“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的英明君主身上。 那么第二种天降灾异的原因只能往底

层追究，因为那些“与天心相违”的庶民们“不能仰体君心”，或者难以领会“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
“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的大道理。

具体说到湖南，曾静言辞峻烈地谴责当地士绅“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

竟忘其德”。 因为自己是湖南人，曾静更是痛加自责：“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

化。 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①这才是湖南灾害不断，遭受“厉气致异”的本因。 他

最后总结道：“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 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
君体天之德行之。 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之命而已。 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

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②这段不遗余力的倾诉把雍正帝承天受命的正当性

提升到了最高等级，即天心与君心合一的高度。 这套“天命观”与雍正对“五伦”中君臣一伦居于首位

的认定密切配合，构成了清朝“正统观”的独特体系，成为清朝统治的主体性思想。

三、《春秋》释读与帝王经学

（一）清帝对《春秋》注疏要旨的反省与发挥

清朝帝王欲立“正统”，绕不开诠释《春秋》经义这一关。 孟子早就说过：
“《春秋》天子之事也”。 董仲舒更是直言“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革

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死罪

之名”，③寥寥几句话里不乏“首恶”“死罪”这类严厉指控。 在董仲舒看来，读不读《春秋》绝非可以随

便敷衍潦草之事，而是历代君臣治国理政的必备功课。 对《春秋》包含的帝王经世意义，清朝皇帝多

有自觉，康熙就说过：“朕惟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④

清朝皇帝特别重视《春秋》的编纂释义工作，自康熙至乾隆朝持续纂修了《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日讲春秋解义》和《御纂春秋直解》等释经之作，形成了独特的“帝王经学”诠释体系。⑤ 《春秋》历来

阐发之作甚多，最有名者当属《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宋代以后胡安国所注《春秋》流行最广

也最具权威性。 但是在康熙帝眼里，《左传》《公羊》《穀梁》“三传”都犯有“以一字为褒贬，以案例为

赏罚”的毛病，胡传在明代立于学宫，作为科举取士的必读教材，与“三传”并行升格为“四传”，同样

“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⑥
康熙帝为什么特别厌弃胡传，他自己并没有明说，而是借推崇朱子表明了态度，因为朱子“明道

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⑦ 也就是说，朱子把《春秋》当做据实书事的

史书，他曾说过：“想孔子当时只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

例耶。”这个态度似乎有意回避孔子以一字为褒贬的旧例，于是康熙坦言：“《春秋》只据旧史文，若谓

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又批评“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则是孔子专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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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著”。① 如果你读到这句话就果真相信康熙帝是个只认事实

不问是非的古文经学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春秋时代的史事评价，康熙帝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明

确的褒贬尺度，只不过“三传”与胡安国的《春秋》解释并不符合他的评价标准而已。
以下是两个具体例子，《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对“元”字的解释，引胡

安国注“乃训元为仁训仁为心”，康熙认为这样解释《春秋》开篇中“元”字的涵义太过“支离”，太有理

学味道，胡安国动不动就谈心谈性，根本抓不住问题的要害。 康熙特意对比了同为宋人的胡宏看法，
胡宏的解读是：“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统之义，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其国史纪政必自用

其年，不可乱也。”②康熙认为这才是《春秋》对“元”字解释的本义。
另一个例子是《汇纂》对“郑人伐卫”条的解释，文中先引了孔子的一段话：“天下有道则礼乐伐自

天子，非诸侯可得而专也，诸侯专之犹曰不可，况大夫乎？”接着评论：“吾观隐桓之际诸侯无大小，皆
专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无内外，皆专而行之，其无主也。”③这哪里还有欣赏《春秋》据实而书，不论

褒贬的意思，分明是昭示《春秋》的“尊王”之意。
因“春秋”的核心主旨分“尊王”“攘夷”二端，各朝对《春秋》这两层义理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一

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宋明以后，《春秋》胡安国注释被奉为士林主流，胡安国根据宋代特殊的历史

境况，倾向于主张“尊王”与“攘夷”联动，鉴于南北分立的现状，有时还刻意突出“攘夷”的重要性，这
对于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的清帝显然十分不利，这也促成清帝解读《春秋》与宋明理学的标准解释渐

行渐远。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和《御纂春秋直解》这三部官修经书的体例和内容编排有

较大差异。 《汇纂》是先列《春秋》原文，然后简短摘录《左传》《公羊》《穀梁》《胡注》这“四传”的注疏

文字，再附上评论。 《日讲春秋解义》因是经筵御讲教材，在《春秋》原文后编排了相当繁复的“三传”
引文，与《汇纂》的区别是胡安国注释没有单独列出，估计是经筵讲官尽量想让康熙接触了解“三传”
原典内容，以期达到自然呈现其原义的效果。 乾隆时期编纂的《御纂春秋直解》则完全不引“三传”和
“胡注”原文，在《春秋》原典的每个条目下只列出简要评论。 尽管帝心难测，我们仍然不妨从康熙、乾
隆两帝的序言文字中尝试比较他们对《春秋》要旨的不同诠释态度。

如前所述，康熙帝曾明确表达过对胡安国的不满，主张《春秋》不寓褒贬，纯为记史之书，这显然

不是康熙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春秋》“尊王攘夷”之褒贬意图太过明显，无法轻易忽略，康熙帝虽有

意拒斥胡安国偏于“攘夷”的观念，却一时找不到有效的反驳办法，只好剿袭其旧说，不做确论。 《汇
纂》《解义》这两本康熙年间修纂的《春秋》读本似乎并没有从宋学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雍正朝没有专

门的官修《春秋》读本，雍正帝对于《春秋》经义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大义觉迷录》之中。 而《直解》中
乾隆帝对《春秋》要旨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在序言中公开指斥《左传》“身非私淑，号为素臣，犹或详

于事而失之诬”。 《公羊》《穀梁》则“去圣逾远”，导致聚讼纷纭，人自为师。 “胡注”则“傅会臆断，往
往不免”。 编纂《直解》的目的就是“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④

与康熙的犹疑摇摆态度有所不同，乾隆相当坚决地把“四传”聚讼未定的注释统一到自己对《春
秋》的解释上来，其要点是强调《春秋》的核心主旨就是“尊王”，“攘夷”并非其要义。 《直解》完全不

引“三传”和“胡注”原文，也表明了乾隆帝力图整合《春秋》多种权威注释的明确态度。 这就导致《直
解》中有关“攘夷”的语句大大减少，虽然仍不时出现诸如“荆蛮”“夷狄”之类的旧式表述，但指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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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激烈程度却大大降低。 不像《汇纂》和《解义》中因大量引述三传和胡注原文，仍相当频繁地充斥

着“攘夷”的文字，《直解》则全无此顾虑。 因篇幅短小，文字简明，不排除乾隆帝对《直解》内容亲加

裁定润色的可能，至少全篇经由他通读精审，应属确定无疑。
以“尊王”为中心构建“帝王经学”体系，在乾隆帝为《御纂春秋直解》起首御书的《题辞》中体现

的相当明显，《题辞》专解《春秋》中“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一条，云：“盖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

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乎？”又说“言春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隐寓夏之时与王之元，所
谓大一统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纷，有不能行之叹矣。 兹为开宗始义，乃贯春秋之本末而绝笔

于获麟，盖圣人之道在万世，即圣人之忧在万世”。① 这段话的重点在于点明了“春王正月”的书写与

“大一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是对《春秋》主旨的另一种发挥，无疑为清朝以后的《春秋》解释学定

下了基调。 这与《汇纂》解“春王正月”条，先引胡宏的《春秋》“天下一统”之义，再延伸发挥“尊王”之
旨的做法相比，显得更加明确坚定，毫不摇摆犹疑。

更有甚者，乾隆帝直接改写《春秋》纪年规则，把周王的年号置于鲁王年号之上，以示“尊王”之
义。 本来《春秋》之作乃是孔子借书写鲁国历史阐发尊崇周王义旨，但《春秋》的纪年书写在形式上还

是以记载鲁国编年为基本体例，乾隆帝却在《春秋》“鲁国隐公元年”之上，加上周平王年号，大书“平
王四十有九年，在位五十有一年，孙桓王立”，他解释这样修改的理由说：“春秋为尊王而作，而用鲁纪

年者本鲁史也，后人因以干支与天王之年冠其上，其意善矣。 第经所无而增之则混经，且鲁公之年大

书而王年分注，岂士人尊王之意哉，今特立王年于鲁君元年之前而大书之，所以别经也，抑以著尊王之

义，不失圣人之旨。”②乾隆帝置王年于鲁年之前的做法就是要改变《春秋》体例，故意与“三传” “胡
注”的观点区别开来，以凸显出“尊王”的重要性。

（二）“夷狄”是否能“进于爵”：清季官修《春秋》的诠释体系

《春秋》以周王为中心，构造出一个圈层系统，素有内外之别。 凡是周王姬姜嫡系及有军功者，封
为公爵、侯爵、伯爵，属“中国”内圈，其他位于华夏边缘的诸侯国则被视为“夷狄”，如楚王为祝融之

后，虽封为子爵，在诸夏国人的眼里仍是“楚蛮”。 《公羊传》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
秋时期，姬姓王朝面临南北夷狄的强势包围，勉强保持着周室的圈层格局，就像维系一根快要断掉的

细线一样。
对吴楚秦等夷狄之国，《春秋》在陈述其事迹时一般不称爵号，他们只有在奉命勤王，多行“义举”

的情况下才有“进爵”资格。 在后来各种版本的“春秋学”解释中，对待“夷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评

价标准，怎样拿捏分寸，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对于清帝而言，如何叙述楚吴秦等国的历史十分重要，直接关涉满人的身份认同与“正统性”的

建立等问题。 比如曾静就曾表示错解了《春秋》经义，把清朝比拟为“夷狄”楚国，妄加排斥，直到经过

雍正皇帝点拨，才明白楚国只要“尊王”即可加入周王室阵营，孔子并不在意楚君是否为“夷狄”。 他

反省说：“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

隔。”③两相比较纯粹是文不对题。
《汇纂》与《解义》的特点是大量保留了胡安国的《春秋》注释，《汇纂》中胡安国以比较激烈的“攘

夷”态度对待楚国，如称楚为“荆楚”，又称在“楚人暴横，陵蔑诸侯”的境况下，“其君当倚于法家拂

士，以德修国政，其臣当急于责难陈善，以礼格君心，内结外攘，复悼公之业”。④ 其中谈到的“内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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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格君心”等等均属理学观念。 在表述士人与王者的关系时，理学的核心思想特别强调士人如何

教化帝王，关注重点仍不时落在“道统”如何发挥影响力上面，并未突出君王对臣子的支配，这肯定是

清帝所无法接受的。 《日讲春秋解义》里也有不少类似的观点，康熙帝面对理学思想的冲击，一时感

到有些茫然，并未及时提出合适的应对之策。 结果在《日讲春秋解义》中仍“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

论之太甚者”。①

康熙帝对宋代《春秋》学心存疑惑被乾隆帝看在眼里，他在给《解义》做《序》时就直接指斥胡安

国“以义理穿凿则非义理之真，而于圣人笔削之旨未能吻合明矣”。 雍正也认为《解义》系“廷臣当日

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是以迟之又久，未尝宣布”。②

尽管如此，《解义》对楚国的评价还是与胡安国及“三传”的观点有所区别，如说“春秋于楚始书

荆，继书荆人，继书楚子，著其渐盛也”。③ 这等于承认楚国作为化外“夷狄”开始逐渐被周王嫡系圈

子所慢慢接受。
在《春秋》和“三传”、胡注中，对楚国的称谓有时书“荆楚”“楚蛮”，有时又书“楚人”，经历了一个

从蔑视到正常对待的变化，当称楚王为“楚子”时就开始带有尊敬的意味了。 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

样的称呼颇有讲究，也喻示着对楚国地位和角色评价的转变。 鲁僖公《楚人伐郑》条开始改“荆”称
“楚”，《解义》的解释是：“荆自庄公之世，败蔡伐郑，皆举其号，惟来聘改称人，至是伐郑称楚人者。 盖

时兵众地大，骎骎乎将与齐晋争衡，诸侯畏之。 故旧史皆称人，而孔子不革，俾论世者有考焉。”④这是

指《春秋》在据实写史，孔子只是沿袭原来的记述，并不含褒贬之义。
又如鲁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国联合陈、蔡、郑国围攻宋国，《公羊》《穀梁》都认为称楚王为“楚人”

是一种贬义，因为他绑架了宋王，是夷狄侵犯中国的行径，理当加以指斥。 《解义》则以为，此处将楚

王写成“楚人”，无涉褒贬。 因为“先儒谓书人为贬，书爵为褒”，鲁史记载楚穆王、楚灵王时皆书其爵

号，到了楚成王这里却改书“人”，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解释不通。 唯一的可能是，孔子沿袭了鲁国旧

史的记载，僖公二十七年十二月，鲁僖公见楚国势力渐强而与之结盟，次年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大胜楚

军，鲁国旧史为了隐晦鲁僖公与楚国结盟的这段历史，遂故意称楚为“人”而不称其爵，《春秋》据鲁史

直书其事，沿用旧史字句，并未含有笔削褒贬的深意。⑤

鲁文公九年，《解义》重申称“楚人”无涉褒贬的态度，说：“盖中国无霸，楚势日张，鲁人畏其凭陵，
喜于来聘，而以待齐晋之礼待之。 故旧史备其辞，孔子仍而不革，以著诸侯畏楚之情实耳。”⑥

相反，对于齐国不尊王道的行为，《解义》却不留情面地加以批评。 如评论鲁僖公十五年，齐国

“以霸主合七国之君，尚畏楚而不敢前，诸大夫之志能毋怯，士众之气尚可鼓乎？ 用此知帝王之道，至
诚无息，故盛德大业，克保于终，霸者假仁义以为名，则始勤终怠，德衰而业亦坠矣”。⑦

《解义》曾有多处讨论楚王难以进爵的原因，其结论是，楚王不被诸夏之国承认，并不在于其“夷
狄”身份，而是楚王窥伺周王室的权力，有僭越之嫌。 鲁宣公三年，楚王讨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且
问鼎之轻重”。 《解义》称楚王犯了“黠骜无王之罪”。 以往的解经之辞“皆以楚庄为贤，不知其终身

之小善，不足以盖此大恶也，先儒以称爵为褒，观此，则知其必不可通矣”。⑧ 可见楚王问鼎之轻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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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威胁到了周王的权威，这才是“大恶”，借周王之名讨伐戎狄，只不过属于“小善”而已，不足以获得

“进爵”的资格，这与楚国是否为“夷狄”无关。
鲁僖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宋与楚交战，宋军败绩。 对于这场战争，《左传》讲了一段郑文公夫人的

劳军故事。 因楚国出兵救郑，郑夫人亲自在郑国一个叫柯泽的地方犒劳楚军，楚王向郑夫人展示割下

的俘虏耳朵，以夸耀军威。 《左传》直指楚王行为不当，表示“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

弟不逾阈，戎事不迩女器（言俘馘非近女之物）”。 妇女平常要遵守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得逾越门

限，逢战事不应让女人接近的规矩，现在楚王却向郑夫人展示俘虏耳朵，实在是无礼之举。 《左传》接
着评论：“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楚王如此非礼，所以霸

业无法持久。
我们再来看《解义》对此事的评价：“此战三传皆称楚人，先儒或谓楚子在师，贬而称人。 盖据左

氏郑夫人劳楚子于柯泽而言，不知楚之军法，每使大夫前进，而君次于后以为之援，其在柯泽，不足为

临敌之征。”这是对楚王向郑夫人展示军威的一个解释，明显有为楚王辩护的意图，并说“楚师救郑而

不书，则恶楚可知矣”，直指“三传”有故意丑化楚国的嫌疑。 那么，对于楚国的对手宋国又当如何评

价呢？ 《解义》批评《公羊传》偏袒宋国：“书宋及外楚而内宋也。 公羊氏以不鼓不成列，为临大事不忘

大礼，误矣。 宋襄公多行不义，而独爱重伤与二毛，徇末遗本，其道大悖，何所取哉！”①在《解义》书写

者的笔下，本属诸夏国之列的宋襄公，其“不鼓不成列”的愚行与其“多行不义”的假仁义形象被揭露

无遗，其观点与《公羊传》针锋相对。
《解义》在鲁宣公十一年冬天楚国杀陈国夏徵舒一事上也与《穀梁传》的解释发生冲突。 因夏徵

舒有弑君之罪，楚人入陈杀之，一度吞并陈国之地设为楚县。 经楚大夫申叔时劝说，楚王才改变主意，
恢复了陈国的封号和领地，《左传》称为“得礼”之举，这与《穀梁传》的看法有异。 《穀梁传》认为楚国

入陈是夷狄侵中国之地，故书“楚子入陈”，为什么用“入”而不用“取”字，乃是因为“入者，内弗受也，
曰入，恶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为中国也”。 《解义》的释读是：“然当时楚实利陈，而置夏州，
纳乱臣，存亡兴灭，顾若是乎！ 舜跖之分，其始在善利之间耳。”②这是肯定了楚国为陈国“兴灭继绝”
的作用。

关于鲁宣公十二年楚国围郑事件，《解义》更是多为楚国回护，冠以“义师”之名。 云：“以传考之，
凡入国者，必陵暴残毁，有所俘获。 楚子入郭门，至于逵路，而退师许盟，秋毫无犯，义不得书。 胡氏安

国谓即其国都而书围，为从轻典，非也。”③

对待同为“夷狄”的吴国，《解义》仍持相似态度，并不以“夷狄”视之。 如鲁成公七年吴国首次进

入《春秋》记载就“以国举，继乃称人，继乃称爵”，楚国当年首见于经书时先称“州”，继称“国”，可见

吴国被诸侯国认可的速度比楚国要快很多，《解义》的解释是：“皆旧史之文，圣人因之以著世变

者也。”④

针对《公羊传》中诸多贬斥吴国的言论，《解义》也时有辩护之词，如鲁成公十五年，晋齐宋等国与

吴国盟会，《春秋》原文是这样写的：“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会吴

于钟离。”这是吴国第一次参加诸侯国的盟会，此句话暗含的微妙之处在于用了两个“会”字，第一个

“会”字指的是鲁国大夫叔孙侨如与齐国等诸侯国的盟会，第二个“会”字是指鲁国齐国等作为诸夏国

的一方一起参与吴国盟会，以示对待吴国应有别于其他国家。 《公羊传》把这层意思表达的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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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一九，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条。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二九，宣公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陈》条。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二九，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条。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三三，成公七年，《吴伐郯》条。



确：“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

以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仍是把鲁国等“诸夏”之国与作为“夷狄”的吴国区别对待的思维。
《解义》对两次使用“会”字是故意“外吴”的解释持有异议，认为“圣人之恶吴，不宜过于楚。 诸

侯与楚会，何以无异文乎？”与楚国相比，圣人怎么可能更加嫌恶吴国呢？ 如果是故意贬低吴国，那么

以往记述与楚国会盟为什么没有采取这样特殊的写法？ 而且《春秋》其他地方也有描写吴国参加诸

侯会盟的例子，如吴国也参与了鲁襄公五年的戚城会盟（今河南省濮阳市北戚城），就没有用两次

“会”字予以区别对待。 原因是钟离这个会盟地点离吴国比较近，“而晋合诸侯以会之，非会又会，无
以见事情”。 戚城则属于卫国地界，“晋合诸侯于戚，而吴人来会，安得用会又会之文哉！”意思是吴国

参与戚城会盟根本没有必要重复使用两次“会”字，特别加以说明，也没有故意把吴国当做“诸夏”之
外“夷狄”的意思。 因为《春秋》笔法“乃事殊文异，文各有当，而无庸曲说者也”。①

《解义》还有一些为吴国辩护的文字，如认为“《春秋》据事直书，而蔡人累世之仇，赖吴以复，晋失

其政，不足以宗诸侯，举可见矣”。 与晋国的政局紊乱相比，吴国为蔡国复仇的举动，还是值得称道

的。 在吴国是否书“爵”的问题上，《解义》的意见是“诸侯积愤于楚，吴能败之，故旧史喜其事而称爵，
或未可知”。② 吴国击败楚国后，《公羊传》 《穀梁传》均揣测《春秋》对吴不称“子”是“反夷狄”的表

现，《解义》则持反对意见，称“吴不称子，从其恒称，穀梁以为不正其乘人之败而深为利，则诸入国者

皆然，何独贬乎吴乎？”③吴国与他国的某些行径相比并不显得特殊，不应该把吴国事迹仍按夷夏之别

的旧思路进行描写，在纪事上故意加以贬低。
乾隆监修的《御纂春秋直解》基本延续了《解义》的“尊王”思路，继续淡化《春秋》 “攘夷”色彩。

如鲁庄公十年楚国击败蔡国的书法，《春秋》仍称楚国为“荆”，《直解》就认定是“纪实”之笔，“彼以荆

来书荆，楚来书楚，纪实也”。 没有什么后人臆想出来的内外区隔之类的深意。 但是在是否“尊王”的
态度上却不能含糊其词，因为楚君僭越称王，所以“周楚子而无荆王，故荆君书荆，荆大夫书人，外之

也。 楚君则书子，楚大夫则书名，正之也，本王制以削其僭也。 民无二主，凡僭号者皆削之，使天下定

一也”。④

至于那些本属中国范围内的诸侯国，一旦出现不尊王的举动，《直解》同样加以申斥，如鲁庄公十

三年齐国与宋、陈、蔡、邾四国会盟。 《直解》的评述是：“齐书爵而列于首，四国称人而序于下，盖众望

在齐也，桓非受命之伯，众以私尊之，假仁义以窃大权，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齐楚均为

大国，楚虽僭王，但齐亦私尊于小国，都是不“尊王”的表现，乾隆帝一并加以谴责，而不是把楚齐两国

按诸夏夷狄的标准区别对待。 在乾隆的眼里，虽然齐桓公“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但这尚属

小功，不足以折抵其不“尊王”之罪，这样才能做到“明其罪以立大义之防，录其功以著小补之效”。⑤

对于《春秋》如何书写楚国名号的问题，《直解》也有讨论，在鲁僖公元年，“楚人伐郑”条下，《直
解》就发明了一套在何种情况下对楚国称“荆”还是称“人”的系统看法。 大致是说，楚君的僭越之罪

确实应该声讨，但不应该使用“荆”这样的称呼轻易排斥，这违背周王建国的宗旨。 当时《春秋》故意

用“荆”称呼楚国，目的是“用外蛮之例绝之”，用的是“夷夏之辨”的惯例。 等到楚国与鲁国会盟，就
不宜再用“荆”这个称呼，而改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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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三五，成公十五年，《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
会吴于钟离》条。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五七，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
瓦出奔郑》条。
库勒纳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卷五七，定公四年庚辰，《吴入郢》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三，鲁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三，鲁庄公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条。



乾隆指出，需要从周王室分封诸侯的制度中来看待楚国名号的使用问题，即“仍从周封之名则可

以王法正之，故从王爵以正名，而因事以为详略”。 “尊王”与否乃是褒贬进退的唯一尺度，与“楚”是
否为“夷狄”无关。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到底称“荆”还是称“楚”，其内在涵义就会统一起来，不
会出现误解和错位，因为“至治其僭王之罪而革其号，不论书荆书楚皆一也”。 至于《三传》“于来聘书

人曰，嘉其慕义而进之，伐郑也而亦书人”就显得标准过于混乱。 乾隆帝质问：“岂嘉其猾夏而进之

耶？”①意思是说，对有“夷狄”身份的楚国加以赞赏，完全没有顾及其是否真正“尊王”，这是书写混乱

的极佳例子。
《直解》在楚君观兵问鼎这件事上与《解义》的判断完全一致，称“《春秋》所以予伯者，以其尊王，

楚既僭号，庄复观兵问鼎，即有微善，乌足赎其大恶”。② 与不“尊王”的恶劣行径比较，伐国取城，杀
戮不止似乎都成了小事，即使有为周王征讨夷狄的旧故事当资本，也不过是小善。 焦点即在于楚王问

鼎犯了僭越的大忌，《解义》并没有刻意辨别楚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是否有夷狄诸夏之分，只认其是

否“尊王”抑或“不尊王”。
《直解》对《春秋》中的“尊王”之义可谓反复阐说致意，如说“夫《春秋》贵尊王，其有取于从伯者，

以伯假尊王为名耳，然犹罪伯者无尊王之实，而徒知从伯者，亦不得无罪也”。③ 并指责《左传》偏袒

晋国，《直解》直言：“晋衰甚矣，是由晋主夏盟不能尊王，王室有难犹且不恤，故其臣效尤耳。 晋又屡

助叛臣即出其国，岂非积恶之炯戒欤。”④晋国的衰败最终还是与“不尊王”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夷狄与诸夏的关系，《直解》的解说颇合孔子夷夏进退之古义，如说“春秋之时，戎狄错居中

国，与之会盟则有讥，若其慕义而来，则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谨所以待之之道而已”。⑤ 对于诸侯国

不经周王允许，自作主张讨伐戎狄，《直解》亦不予好评。 鲁成公征讨秦国就属于“盖当时几不知朝王

之当重，而以伐秦为重矣”的鲁莽举动。 因为请王命是“本事”，伐秦国是“继事”，仅仅知道履行“继
事”之职却忘了申报周王批准，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受到斥责，申明两者的差异是为了“严
其防也，所以存尊君之礼，以伐秦致诛其意也，所以明忠君之诚，一事而三致意焉”。⑥

（三）《春秋》义例笔法与清朝“帝王史观”
《春秋》之所以与一般史书有别，在于其中所含微言大义往往隐晦不明，历朝历代对孔子原义的

诠释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清帝面对文本多歧的《春秋》解释一度颇感困惑。 康熙帝曾犹疑地表示：
《春秋》“褒贬笔削微显婉章，非后世所能窥”。⑦ 乾隆帝也承认《春秋》“辞约而义深，圣心之所运用，
每举一事，其义必贯于全经，非若他经一章一节，各指一事，虽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⑧ 正因前代

对《春秋》义旨的解释无法统一，恰恰也为清帝重新树立新的诠释规则，构造出一套斧钺交加的评价

体系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清帝的《春秋》解释业与其所构造的帝王历史观形成了高度契合。 与其

祖父辈有所不同，乾隆帝亲自主持了一系列历史经典著作的释义工作，披阅审定《资治通鉴》及《续
编》《三编》，并汇集自己所撰眉批，编纂成《评鉴阐要》，以钦定历史观的名义颁行天下，作为全体士子

判断历史成败是非的标准。
在乾隆帝看来，“尊王”不仅是《春秋》主旨，也应成为衡量一切历史是非的终极尺度。 对此他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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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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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五，鲁僖公元年，《楚人伐郑》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七，宣公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一一，定公十一年，《冬及郑平》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一一，定公十三年，《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九，襄公十八年，《春白狄来》条。
傅恒等撰：《御纂春秋直解》卷八，成公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条。
《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
乾隆：《日讲春秋解义序》。



不掩饰地说：“国之统系于君，《春秋》之义，君在即大统归之。”①

至于圣人当年说过的一些话，比如“民贵君轻”之类的言论，也许只适合当时的历史形势，不可作

为后世处理君民关系的准则。 乾隆帝直截了当地否定孟子“民贵君轻”说法的有效性，表示“论者每

引社稷为重之言以曲为之说，所见甚谬。 盖孟子民贵君轻之语，特因战国残民以逞，故为此论。 以针

砭时君，非为臣子而发也。 后之迂儒……妄以社稷与君分别重轻，殊乖正理。 试思君为社稷主，有君

乃有社稷，若蔑视其君，则社稷又为谁守乎？ 况君臣父子，义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② 这段话直

接呼应了雍正皇帝对“君臣关系”应为“五伦”之首的看法。 与他父亲相比，区别仅在于更加肆意地挑

战圣人的言论。
在评鉴历代史事之得失时，乾隆帝有意运用《春秋》笔法加以裁量褒贬。 因为《资治通鉴》及《续

编》《三编》均由宋明士人修纂，不少议论仍持“夷夏之辨”的立场，有意偏袒汉人正统，对北方少数族

群建立的政权多有贬词，乾隆帝在点评中多次予以纠正。
在《御批通鉴辑览序》这篇文字中，乾隆帝批评《资治通鉴续编》《三编》“发明书法，其于历朝兴

革正统偏安之际已不能得执中之论”。 故命儒臣纂修历代通鉴辑览，目的是“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

习，而归之正……全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

间。 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
《评鉴阐要》则规定，所有史事一律严格按照《春秋》褒贬义例书写，特别是对于历朝“正统”“偏安”的
评价，一旦发现《通鉴》记载有偏袒回护之处，必逐条驳正，以效法《春秋》，行使帝王文字的斧钺赏罚

之权。
在乾隆看来，《春秋》义例虽然针对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但因蕴含孔子的褒贬深意，完全可以被

后人反复品味致意，作为万世遵循的观史典范。 《评鉴阐要》中就有多处运用“春秋笔法”针砭史事的

例子。 如有一次，乾隆帝在读到《契丹改号辽纲》条目时发现，《资治通鉴纲目》中记载拓跋珪称王时

使用了北魏年号，对契丹建国却不称“辽”。 他就此事批注道，如果从司马光作为宋臣不敢直称敌方

国号的角度尚可理解，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原封不动引用司马光旧文，亦属承袭其记载，“初非别

有深文也”。 可是刘友益和尹起莘分别撰写了《资治通鉴书法》和《资治通鉴发明》，仍然坚持“夷夏

之辨”的思路，就属于“拘牵好异，谓书魏所以进之，书契丹所以外之”。③ 正确的书写方法应该是：
“契丹之改辽与拓跋之称魏，体例无二。”这是批评宋人刻意贬斥北方民族政权，导致记史体例无法统

一。 随后乾隆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他引《春秋》对楚国的书法为例，批评刘友益、尹起莘违背《春
秋》笔法义例：“抑知史家纪事当以春秋为法，春秋前书荆后书楚，非例以义起耶。 即以纲目言之，东
晋时如慕容之称燕，符姚之称秦，以至武都河西虽弹丸蕞尔而列国之书法具在，何所容其进退者，腐儒

曲说支离……乌足以言传信之笔哉。”④

《春秋》笔法严守君臣之义，对诸侯行为的善恶褒贬均有特殊书写惯例，不得轻易更改混淆。 乾

隆据此改造发明了一套历史评判标准，他主张对于汉唐以后“统一”与“偏安”两种政权采取不同的书

写格式。 汉人政权只有在一统天下的条件下，才有资格视外敌侵犯为“入寇”，比如汉代匈奴与唐代

颉利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与中国交战时皆书“入寇”，因为“以中土时方一统，体例固应如是”。
在处理后晋与辽国关系的书写规则时，乾隆申斥《纲目》中“书辽将入寇”完全是“谬袭汉唐书

法”，而没有考虑到“彼时中国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统，而石晋得国之本”的情况，又由于石晋“以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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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后缗生少康于有仍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
《额森诡言奉上皇还京至大同总兵官郭登不纳目》，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一。
《御批通鉴辑览序》，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
《契丹改号辽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七。



辽”，与辽国变成了父子关系，一些好事者觉得此事乃奇耻大辱，有失颜面，不当在史籍中呈现，同时

“称孙之表仍无虚日，以是搆祸”，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难免遭人耻笑。 纠正的办法唯有“用两国互伐

之文，书侵以正其误”，即明确标明两国互相攻伐侵犯，不带有任何贬低一方的偏袒笔意。 乾隆认为

只有如实书写才能“使后之守器者兢兢业业，不敢失其统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之本义云”。① 彰

显的还是《春秋》笔法中的“尊王”义例。
参照辽国与后晋关系的书法规则，宋朝与金国的对峙历史亦应采取相似笔意进行书写。 北宋虽

然衰弱不振，徽钦二宗以前在共主位号犹存的情况下，按照《纲目》原文继续记录契丹“入寇”还情有

可原。 宋室南渡以后，宋金对抗的局面颇似后晋与辽代的关系，面对南宋向金朝称臣称姪惟恐不及的

情况下，仍然把金朝的进攻写成“入寇”就不合春秋义例，相当于“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显得荒诞

不经。 乾隆特别提醒，在宋朝“几与石晋事辽无异，既自失其一统之尊，岂可复拘内外之说，则宋在所

应贬改书，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极者，慎毋失其统也”。②
乾隆帝特别强调，在描述金元宋之间的关系时，要遵循“相伐之例”，不可有所偏倚，他认为明初

元顺帝虽然北居沙漠，子孙相继嗣位，袭其故号，尽管国统已失，仍然向南出兵，保持着兴复元朝之志。
就此点观之，元顺帝与明朝的关系颇与宋帝和辽金元的对峙情况近似，“譬之宋与金元本属敌国，虽
称臣称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书之也”。 他批评《明史》沿袭旧文，元兵南下皆书“寇”，是不恰当的

表达。③
乾隆帝对鼎革易代之际的纪年书写和变更十分敏感，对于那些尚未彻底灭亡的王朝，其纪年却被

失记误记的现象尤为关切，一旦发现即要求编纂者必须加以改正，以示正统的明确归属。 在《大业十

四年分注恭帝义宁二年纲并注》一条中，乾隆帝就纠正了隋炀帝年号过早被取缔的写法。 隋末群雄

并起，李渊攻克长安，立杨侑为隋恭帝，改年号义宁，遥尊身处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这就给后世的

历史学家出了道难题：从“正统”存废的角度，如何安排隋炀帝的大业年号和隋恭帝的义宁年号？ 是

平行书写，还是有先有后？ 哪个年号在前？ 哪个年号附于其下？ 这些疑问均涉及隋朝正统的归属问

题。 《资治通鉴》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６１７）正月就直接书写义宁元年，等于遮敝和替代了隋炀帝的

年号。 乾隆表示作者痛恨隋炀帝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却“究乖统系笔例”。 他建议，凡涉及纪年相

互矛盾者，一律采取“一岁两系之例”。 大业十四年三月以前隋炀帝仍在位时“大书大业十四年，而以

义宁二年附注”，四月隋炀帝被杀后，正统已绝，隋朝灭亡，故四月以后分注义宁二年，而以恭帝和唐

高祖附后，这样就解决了义例记载相互矛盾的问题。④
由乾隆帝制定的“一岁两系”书写规则被普遍运用到其他朝代的历史记载之中。⑤ 如对元朝图克

特穆尔举兵攻入上都，导致泰定帝之子天顺帝阿肃进拔失踪之事。 乾隆帝判定为“实与弑逐无异”。⑥
《续纲目》反而在书写时只记图克特穆尔的天历年号，而不书天顺年号则是“殊乖顺逆之理”。 乾隆帝

进一步指责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此等正斧钺所必严，续纲目略而不书，失笔削之旨矣。”修正

的办法是，在泰定帝的致和元年之下“附注天顺改元，以存其统，并注图克特穆尔僭号以著其罪”。⑦
有关元明鼎革的历史评价，乾隆帝也在正统转移的解释上力求做到公允，如他指出，明太祖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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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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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晋主闻辽将南侵还东京目》，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七。
《金人来聘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八。
《纳噶出侵辽东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〇。
《大业十四年分注恭帝义宁二年纲并注》，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四。
“一岁两系”纪年之法，朱熹曾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中有所发明：“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
注。”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 １１７ 页。 但在“正统观”的标准判断上，乾隆帝与朱熹明显存在着很大
分歧，故对“一岁两系”纪年法的使用也不尽一致。
《致和元年分注阿肃进拔改元天顺纲并注》，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〇。
《怀王图克特穆尔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终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〇。



时大都尚未失守，故正统仍属元朝，并表示：

今作《通鉴辑览》汇记列朝，要当以历代正统所系为准，故于顺帝在位之时，犹以元为统，而

于明事则书明以别于元，自闰七月顺帝出居北漠以后，始为明洪武元年，从历朝嬗代一岁两系之

例，属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体例一，书法虽有异同，总期合乎大公之道而已。①

“一岁两系”笔法并非适用于所有政权，那些自拉旗帜的盗贼叛逆队伍就不应列入“正统”书写范

围。 元末群盗蜂起，除明太祖夺得天下，自然位居正统外，与他并列崛起的势力如徐寿辉、陈友谅、张
士诚诸辈属于旋起旋灭的盗匪，近似于陈胜吴广起兵，不可承认他们建立了国家。 《续纲目》按照朱

熹书写秦朝隋朝之例，记载其国号纪年，不符春秋笔法。 乾隆建议，依据朱熹书写汉高祖之例，只记载

明太祖起兵，称吴王元年，“附书以著其得天下之渐”，同时删除徐寿辉等人年号，并依《元史》顺帝本

纪书法，把徐寿辉等人的起兵定性为犯上作乱。②
乾隆应用“一岁两系”笔法的最著名例子是对明末甲申十七年（１６４４）年号书写体例的更正。 这

一年北京城破，崇祯帝殒命景山，清廷文臣模仿《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之义例，于甲申年大字书写顺治

元年，崇祯十七年则分注其下，并把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日定为明朝灭亡的时间。 乾隆帝觉得甚为不

妥，他举例说，当时《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就是盲目模仿《续编》的体例，把元顺帝北奔逃入沙漠的至正

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匆匆改为洪武元年。 乾隆帝的看法是，元顺帝逃入北方并不应该作为元朝彻底灭亡

的时间节点。 他特别鄙视自元顺帝十五年（１３５５）明太祖起兵之后，“凡元政即别书元以示异”这种

“臣各私其君之义也”的做派，就此说出一番大道理云：“盖以理责人者必先以理自处，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时贬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于元，其谁曰不可，然
朕不为也。”

以往士人贬损前朝而夸耀本朝的做法似乎天经地义，乾隆却觉得过度偏袒本朝，不利于清朝“正
统”的建立。 他声称编纂《通鉴辑览》“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

之向必严必谨”。 要改变偏向本朝自傲尊大的毛病，以免遭后人耻笑。 他命甲申这年仍大书崇祯十

七年，顺治元年分别书写以示区别。 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时间也不再作为明朝灭亡的终点，而是把南明

福王弘光元年分注于顺治元年之下，最终把明朝灭亡的时间延续到了福王被俘之后。
乾隆就纪年义例的修改规则发表了一段斧钺严明的训词，首先把建都南京的南明福王大大讥讽

了一番。 他假设福王未尝不可以模仿南宋偏安政权，凭据长江天险，发奋有为，其政权也许尚可苟延

数年甚至百年，可惜福王荒淫无道，短短一年即失去天命人心的支持，南明的失败并不完全取决于清

朝兵威之震慑，实乃“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 自身德性有亏当然怪不得别人，纯粹是自造孽不可活。
至于唐王桂王亡命南疆，苟延旦夕，其狼狈程度与南宋两个末代皇帝的凄惨状况颇为类似，不可再视

其居于正统之位。 乾隆帝最后归纳制定“一岁两系”书写规则的目的是“以示万世守成之主，思天命

人心之难谌，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贻留，为臣民所系属，而不敢谬恃书法之可有高下焉。 庶几朕纂

通鉴辑览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统之义乎”。③ 最终的警示之辞仍落脚于清朝之所以实现“大一

统”的缘由，以不忘昭显其历史观的皇家品格。

四、结　 论

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观”，大致可概括为空间疆域的一统，时间上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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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八年纲》，见刘统勋等撰：《评鉴阐要》卷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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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转换，以及德性的持有这几个要素。 以“天谴论”为诠释背景的五德终始说在宋代以后渐趋沦落

不振，与宋明理学的迅速兴起和传播有关，但宋明以后“大一统”要义隐而不彰，却不仅仅是理学家力

促道德理性萌醒的结果，而是与南宋以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密不可分。
宋明以后的地缘格局裂变为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族群对抗攻杀之势，国土日益沦丧对“正统观”

演变的影响至大至重，军事实力的孱弱和统治地域的狭小倒逼理学家基本放弃了“大一统”的论述，
改以建立“道德主体性”为主要运思方向，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伦理教化体系，如此凸显汉人的文明

优越感把夷夏族群之间的对立状态推向了极致。 其后果是，非汉人族群建立的政权难以进入“正统”
叙述谱系，“正统观”本身包含的空间拓展之蕴意被刻意遮蔽，而代之以道德自我的修炼与完善。

历代士人论述“正统观”之义皆无法绕过对《春秋》大义的解释，宋代儒家注释《春秋》颇有歧义，
北宋士人重《春秋》“尊王”要旨，南宋士人释读《春秋》则重“攘夷”之意。 因清帝登基之后的首要任

务是要证明非汉人族群同样具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而非汉人一族所独享，南宋儒家的《春秋》观显

然不利于清帝建构适合自身特点的“正统观”。
清帝的具体论述策略是打破“以地系统”的宋明理学思维，指出圣人原不只诞生于内地，亦可出

现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由此证明，满人当政不过是历朝王权循环转移的正常过程，并非一族所专

有。 其次是恢复《春秋》“大一统”古义，把清朝开疆拓土的功绩转述成建立“正统性”的必要条件。
重新定义“正统”的内涵。

清帝本人对《春秋》释读的介入程度远较前代深入。 乾隆帝更是直接命文臣撇开《左传》 《公羊

传》《穀梁传》与胡安国注疏，完全按自己的意思酌定《春秋》大义，形成了独特的“帝王经学”。
清帝御制《春秋》读本强调“尊王”大义，淡化宋明儒家的夷夏之辨论旨，如针对秦楚吴等“夷狄”

之国，多论证其“进爵”与否须与“尊王”攸关，而不突出其“夷狄”的种族身份。 清帝还基于自己对

《春秋》大义的理解，对历朝史事常常参与评价褒贬，乾隆帝亲自撰写《评鉴阐要》，对《资治通鉴纲

目》及《续编》《三编》中凡涉“正统”“偏安”之论，必反复斟酌纠正其失，希望树立起公正无私的形象。
因宋明以后之“正统观”阐释多笼罩在理学道德修养的命题支配之下，其中有些论述对清朝建立

统治正当性多有不利，如理学思想提倡面对皇权，士人理应拥有“道统”的独立批判性，甚至不惜挑战

“政统”权威，这种想法对清帝树立的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故必清除而后快。
清帝固然以尊崇理学为标榜，反复强调继承宋明政教关系的重要性，欲使人们确信清朝同样占据

着道德制高点。 与此同时，清帝又对儒教信条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

“道统”的传承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模仿吸收。 最明显的例子是，雍正皇帝颠倒了“五伦”秩序，把
“五伦”中本来排在第二位的“君臣关系”挪移到“父子关系”之上，使得“尊王”要义从中脱颖而出，具
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完成了“移孝作忠”思想体系的建构，进而彻底重组了君臣关系。

（责任编辑：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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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ｉ Ａｉ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ａ ｓｅｌｆ⁃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Ｚｈｏ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ａｇｕｅ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ｌ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ｓｈａｒｅ ｆｅｗ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ｅｎ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ｃｔ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ｅｃｔ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ｅｅｒ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ｉ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ｇｏｏｄ ａ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Ｎｉａｎｑｕ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ｈａｉ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ｖｉｅｗ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ｉｓｐｅｌ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ｓ Ｙｉ Ｘｉａ Ｚｈｉ Ｂｉａｎ （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ｓｕｂｔ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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